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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浙江中共新闻活动的再研究 

何扬鸣 

【摘 要】抗战时期，中共在浙江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新闻活动。中共在浙江的全方面、多层

次的新闻活动是其他地区所不多见的，为浙江和全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共在浙江新闻活动的开展和

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因为中共浙江各级组织对新闻活动在抗战事业中作用的重视。对抗战时期浙江中共新闻活动的

认真梳理和再研究，将丰富中共党史和中共宣传史的内容。 

【关键词】抗战时期； 中共； 浙江；新闻活动 

【中图分类号】G219. 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6552 ( 2011) 05 － 0029 － 08 

随着日军疯狂南进，尤其是杭州的沦陷，曾经走在全国前列的浙江新闻事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随着战局的稳定，在国

共第二次合作的推动下，浙江国统区内的新闻事业逐渐地恢复起来了。与此同时，中共的新闻活动也随即活跃起来。中共领导

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后，中共又公开出版和发行了各种报刊。抗战时期，中共在浙江全方面、多层次、持续不断和成果丰富

的新闻活动，不仅在抗战时期是极其突出的 ( 浙江的情况在其他地区至少是不多见的) ，而且也应该是中共党史、中共宣传史

上辉煌夺目的一笔。可惜，抗战时期中共在浙江的新闻活动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评价。分析和总结抗战时期中共

在浙江的新闻活动，将丰富中共党史和中共宣传史的内容。 

一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浙江，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吸收到浙江国统区的各个部门工作。在支

持和帮助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和各级政府创办抗日报刊的工作中，宣传抗战、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中共的全面抗战主张，

是工作的重点。纵观整个抗战时期，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中共在浙江的新闻活动遍布了国统区各个地区，而且每个地区中共主办

或参与的报刊数量多，品种也多。这种现象在其他国统区是罕见的。限于篇幅，不能面面俱到，所选的地区也只能择其重要。 

富庶的杭嘉湖地区沦陷后，温州等地区由于靠海而成浙南地区的经济中心了。另外，十年内战期间，浙南是中共重要的游

击根据地;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浙南红军赴抗日前线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浙南的平阳、温州等地设有不少新

四军后方办事机构; 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浙江省委建立后，就驻扎在浙南地区。同时，中共的新闻活动也始于浙南。 

1937 年 8 月 14 日，油印 《战报》 在平阳创刊，后改为 《平阳日报》，再改为 《平报》。《平报 》 由国民党浙江省党

部批准创办，报头由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题写。但是 《平报》 编辑部人员全是中共党员或倾向中共的知识青年，受中共浙

南特委领导，特委的青年部长胡景瑊还曾主持过编辑部的工作。《平报》不仅时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消息，而且其副刊为 “持

久作战持久呐喊” 而取名为 “持久”。报纸还经常转载 《新华日报》 的文章。另外，浙南还有一家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出

版发行的《生线》，创刊的时间也比较早，于 1938 年 1 月 1 日在温州创刊，曾刊登了 《论温州学生救亡运动》、《延安动态

杂写》 等文章。 

1937 年年底，浙江省会迁到金华。1942 年 5 月，浙赣战役爆发， 金华沦陷。 在这约 4 年半的时间里，金华不仅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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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乃至中国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而且也成为文化中心。在这座“东南抗战文化名城”或者 “东南抗日文化

前哨”里，新闻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浙江乃至中国东南地区的新闻事业中心。 

《浙江潮》创刊于 1938 年 2 月 24 日，是浙江省政府的机关刊物，并由当时的 “浙江省抗日自卫总司令部”( 黄绍竑

兼任总司令) 出资。然而，《浙江潮》 实质上是中共在浙江宣传抗战的一个重要阵地。受中共浙江省委和金 ( 华) 衢 ( 州) 特

委的指派，一大批中共党员先后担任了 《浙江潮》 的编辑。除了主编严北溟 ( 浙江省抗日自卫总司令部秘书、浙江省军官教

导总队政治指导处主任) ，其他编辑都是中共党员。《浙江潮》 的编辑方针及内容，都是严北溟与中共党员们共同商定的。 《浙

江潮》 最初的 6 期中，中共党员们所写的文章占了绝大部分，而且还动员熟悉的文化人踊跃为之写稿。1940 年上半年后形势

恶化，一批中共党员不得不先后撤离该刊，支部也不复存在，但是中共始终没有放弃对该刊的领导，中共党员始终在刊物内部

坚持工作。1941 年 3 月，《浙江潮》 改编为 《浙江日报》，整个编辑部仍以中共党员为骨干和核心，通过改写，来自延安的

消息还是经常在报纸上出现，副刊上鼓吹团结抗战的文章仍深受读者的欢迎。 

为挽救和保育受难儿童，推动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宋美龄和邓颖超等 100 多人发起组织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1938 年 6 月 5 日，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在金华成立，其正副理事长、15位理事和常务理事中，有省政府主席和其他国民

党党政要员的夫人、女儿，也有中共的女干部，还有一些倾向进步的知识妇女。《浙江妇女》 是浙江保育会的机关刊物，黄绍

竑、蒋经国等军政要员为创刊号题过词。然而，该刊又是中共一个重要的新闻宣传阵地，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①的负

责人邵荃麟、葛琴都亲自抓过，其历任主编都是中共党员。 

重庆 《新华日报》的副刊 《妇女之路》曾专门介绍评论了国统区 13 种比较优秀的妇女刊物，文章认为 《浙江妇女》“是

妇女月刊中内容较为丰富的一种月刊，每期的 ‘岗哨’ 及述评均能及时提出若干妇女问题。最充实的是 ‘各地通讯’，各地

妇女动态及各阶层妇女生活都能真实地反映出来，间或刊载一些妇女工作经验教训”。
［1］

文章对 《浙江妇女》 评价远高于其他

妇女刊物。 《浙江妇女》 发行量从 1000 上升到 3000 多份，读者也遍及浙江省内所有未沦陷的 52 个县及江西、福建、广西

等 11 个省。
［2］

 

除了妇女以外，中共对青年和少年儿童的教育同样十分重视。1938 年 8 月 20 日，由中共东南分局青年局主办的、一份

专以青年为对象的刊物，在江西南昌出版，这就是 《青年团结》。该刊在南昌出了 6 期后停刊，继而于 1939 年 2 月 16 日在

浙江金华复刊，续为第 7 期，中共金华县委宣传部长杜麦青任主编。浙江省中共组织十分重视这一刊物。1939 年 6 月 13 日，

中共浙江省委青年部给各级青年部、青委会发了一封指示信，信中说: “《青年团结》是党领导下的青年群众刊物，它担负着研

究和指导东南青运以及反映各地青运的实际任务，并将成为团结全体青年参加抗战的武器。因此，我们号召各级青年部，热烈

地、积极地从各方面来帮助和爱护这一刊物。”信中不仅要求各地青年组织要 “发动广大青年群众，阅读 《青年团结》，组织

青年团读者会，研究和讨论重要论文和接受各地工作的实际经验教训。”
［3］

 

抗战时期，天目山地区十分重要，它不仅是浙江抗战的前线，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所在地，而且与皖南新四军相距不远。

因此，中共对天目山区的工作十分重视，从 1938 年春夏之际开始，中共浙江省委即陆续派遣党员、干部 ( 或自找关系) 到浙

西行署各机关、团体工作。 

1938 年底，黄绍竑在王闻识 ( 时任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三支队政训室主任 ) 面前透露出打算在天目山区办一份报

纸。中共浙江省委文委书记骆耕漠和邵荃麟、葛琴指示王闻识，要他利用同乡关系力促黄绍竑办报宣传抗日。报纸筹备过程中，

省文委全力予以支持。次年 1 月 5 日， 《民族日报》创刊。 

民族日报社先后有工作人员 60 余人，中共党员占一半。1939 年 7 月，中共民族日报社特别支部( 书记王闻识) 建立，

直属中共浙西特委领导。报社各部、室的负责人，多为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报社还另有中共外围组织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其成员是中共发展党员的重点对象。民族日报社一度还是中共浙西特委的秘密驻地。1939 年 8 月，浙西特委迁至莫干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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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由中共於潜中心县委书记贺千秋具体领导，他本人也以报社外勤记者的身份作掩护。 

《民族日报》 不仅努力宣传了中共的方针、政策，宣传了团结抗日路线，而且文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宣传策略上努力

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成为浙西抗日民族文化的一面旗帜，影响遍及浙西广大地区，发行量也从 3000 多份逐渐增加到 8000 

多份。
［4］

 

浙东地区是抗战的前线，日军时时有可能向浙东地区进攻，并通过浙东地区进一步占领更多的国统区。同时，富庶的杭嘉

湖地区沦陷后，沿海的港口城市宁波等也成了浙东地区的经济中心。1937 年 10 月，中共浙东临时特别委员会成立，领导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 联合一切爱国力量， 运用报刊舆论，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在宁波和绍兴一带的国统区，中共主办或参

办的报刊数不胜数。 

奉化 《战时大众》是份通俗小报，1938 年 5 月创刊，胡华等发起，中共奉化县工委主办，胡华任主编。由于价格低廉 ( 每

份 3 个铜板) ，报上的抗战道理通俗易懂，所以深受群众欢迎，发售量超过当时政府主办的 《奉化日报》，常有脱销的情况。

胡华把每期 《战时大众》按时邮寄给延安的毛泽东。毛泽东曾亲笔回信: “你们用通俗的文字，向人民大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

传，这一工作很好。希望报纸由宣传工作，进而起到组织群众的作用。”
［5］

 

绍兴地处钱塘江南岸，是浙东抗日前哨。1938 年 5 月，浙江省政府绍兴专员公署创办 《战旗》 杂志。1939 年 3 月，

周恩来来绍兴地区视察，至 《战旗》与主编曹天风恳谈抗日救国大事，参观杂志社，并于第二天书赠曹天风诗一首---录自沈

复生诗作，后刊于 《战旗》: “山中岁月纪春王，颁诏何须辨鲁唐，此日甲兵栖越纽，相期饶渡吹钱塘。檄传英霍军威远，势

压杭嘉士气扬，成败区区君莫问，中华终竟属炎黄。”
［6］

 

1939 年 11 月，中共宁绍特委调中共党员张璞君 ( 即骆宾基，兼三区政工队政治教官 ) 任 《战旗 》主编，中共党员陈

静之 ( 即陈午韵，兼三区政工队指导员) 任副主编。从 1940 年 3 月 81 期 《革新号》起，《战旗》 实际为中共绍属特委掌

握，以中共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和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公布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 为宣传要点，报道国际国内反法西斯

斗争和形势，动员人民加强组织训练和武装工作以保卫绍兴。《战旗》的稿源广泛，除经常刊登著名人士沈钧儒、胡愈之、邹韬

奋的评论外，有相当一部分出自中共党员之手。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也为 《战旗》 提供了大量资料。《战旗》 销往全省及长

沙、汉口、成都、西安、贵阳等地。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中共在浙江的新闻活动始于国统区，而且抗战前期也主要集中在国统区。中共在浙江的新闻活动，

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形成的一个文化发展现象，但是其规模和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却十分突出，是其他国统区难以比拟

的。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与当时浙江、乃至全国的政治局面有密切的关系。国共关系和谐一些，中共的新闻活动就热火朝天，

浙江的新闻事业就发展，反之，中共的新闻活动就处于低潮，甚至停顿，浙江的新闻事业就严重受损。 

二 

1921 年中共成立时，浙江就有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并有其报刊。但由于历史的原因， 中共的报刊当时还不能在社会上公

开出版发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方志敏、粟裕等领导的红军先后在浙西南等地活动，因没有稳固的根据地，虽然也办

了报刊，但没有条件在社会上公开出版发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因浙江是蒋介石老家，从维护统一战线考虑，上述国统区

的中共报刊，也多以 “灰色”的面目出现。 

1941 年 4 月，日军在浙东发动了宁 ( 波) 绍 ( 兴) 战役，连陷杭甬铁路以北、杭州湾以南的整个地区。为此，中共中

央号召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
［7］

1941 年夏，中共领导的浦东武装南渡杭州湾到达三北地区。浙东抗日根

据地是浙江第一块抗日根据地，也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全国的 19 块根据地之一。自此，中共在浙江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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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新闻活动也主要集中在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根据地。 

1942 年 6 月，浙东根据地建立能接收延安新华社电讯的新闻电台， 接收到的新闻电讯编成 《电讯稿》，分送部队首长阅

读以了解国内外不断变化的形势。 《电讯稿》 仅是油印 8 开 4 版的小报，数量大约几十份，发行范围小且是特定的，还不

能算是报纸。但是，新闻电台的建立和 《电讯稿》 的编印，打破了敌伪的新闻封锁，也标志着浙东以及浙江根据地新闻出版

事业的诞生。 

1942 年 7 月，浙东区党委成立。区党委一成立，就十分重视新闻工作，《电讯稿》 改名为 《时事简讯》，8 月初，中共

浙东区党委正式组建报社机构。这是浙东，也是浙江省最早公开出版的中共的机关报。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使中共在浙江

有必要也有条件公开出版发行机关报了。这在浙江中共党史和浙江新闻史上都有其意义。 

《时事简讯》 初为油印 8 开 4 版，周三周六出版。1943 年 7 月 7 日，《时事简讯》 从第 129 期起改为铅印，扩为 4 

开 4 版，前三版是转载延安电讯稿，内容以国际新闻为主，第四版是浙东地区的内容。《时事简讯》视情况也增加到 6 至 8 个

版，主要刊登浙东地方新闻。《时事简讯》 虽然以转载新华社电讯稿为主，地方色彩不够鲜明，但是 “在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

响上，在团结争取与教育浙东敌后各阶层人民上，在反映浙东党的工作与群众的要求上，在帮助中共党员和根据地战士的政治

教育与思想领导上已经起了重大的作用。”
［8］( 167)

 

1943 年春，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初步建立，中共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决定筹备出版铅印的综合性报纸。同年 6 

月，浙东根据地的第一家印刷厂建立，不定期地试刊铅印的 《浙东报》，这是浙东根据地第一份综合性报纸。1944 年初，三北

游击司令部改变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正式打起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旗帜。1944 年 4 月 13 日，中共浙东区党委 “将现有

之 ‘时事简讯’ 改为 ‘新浙东报’，并明确决定成为区党委的机关报”。 

《新浙东报》 是中共在浙东根据地的喉舌。《新浙东报》 第一版，主要发表中共中央和浙东区党委的重要文件、指示，转

载新华社重要电讯，报道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重要新闻，并经常发表党政军领导的重要文章; 第二版

为国内新闻版，其中又以介绍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战场，特别以延安解放区的情况为主; 第三版为国际新闻版，主要刊登以苏德

战场为主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 第四版，开始为科学文化版，后相继开辟 “新地”、“文艺周刊”，刊登小说、特写、诗歌、

杂文等文艺作品; 在不定期的 “生产专刊”上刊登其他解放区生产经验文章。此外，还辟有 “浙东妇女”、“浙东青年”和 “新

文教”等专刊。 

由此可见，与延安和敌后其他中共机关报一样，《新浙东报》 在传播新闻信息的同时，也在传播中共的指示，反映和指导

各地的工作。浙东区党委决定 《新浙东报》 上的社论、区党委及各部门领导的文章，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华中局与浙东党

委的各种文件一样，均为中共的正式指示，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必须经常组织学习和讨论，各地党政军民各部门的负责人要注意

把本部门的工作及时反映到《新浙东报》 上来，利用报纸来总结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研究实际问题，教育同志，推动与领导

工作。 

1943 年 1 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华社华中分社决定在浙东根据地成立新华社浙东支社， 委派原新华社华中分社副社长、

《新华报》编辑部副主任兼采访部主任于岩从苏南根据地来担任社长。同年 5 月，新华社浙东支社改为新华社浙东分社，归延

安新华社直接领导。分社配有无线电台，能及时接收新华社和新华社华中分社的新闻电讯等，并将采访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地方

新闻，并向延安新华社总社发稿，如延安的 《解放日报》，1943 年 10 月 12 日以较大的篇幅报道了浙东分社播发的题为 《浙

东余姚等县民众反抢粮斗争如火如荼，军民配合夺回粮食十万斤》 的消息，1944 年 9 月初，延安新华电台广播了浙东游击纵

队 《气壮山河的大鱼山岛战斗》通讯等。新华社浙东分社还将采访到的地方新闻和接收的新闻电讯供给给 《时事简讯》 等报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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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新浙东报》和新华分社的带动下，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报刊迅速发展。浙东抗日根据地的 4 个行政区、14 个县的中共

党委、政府及部队也都分别创办了报刊，四明地区、中共四明地委出版了不定期刊物 《学习与工作》，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

治部和敌工部领导还有日文版的反战刊物 《解放周报》;金 ( 华) 萧 ( 山) 地区，中共金萧党委出版了 《时事简讯》; 诸 ( 暨) 

义 ( 乌) 东 ( 阳) 地区，中共诸义东党委创办 《团结抗日报》; 金 ( 华) 义 ( 乌) 浦 ( 江) 地区，中共金义浦党委办起

了 《抗日报》，等等。这些报刊，既宣传了中共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向抗日军民提供了精神食粮，及时地向浙东根据地人民

传播了敌后各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又讴歌了浙东根据地广大军民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英勇气概，激

发广大军民的抗日爱国热情。1939 年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其中说: “从中央局起一直到

省委、区党委以至比较带有独立性的地委、中心县委止，均应出版地方报纸。党委与宣传部均应以编辑、出版、发行地方报纸

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9］

浙东根据地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浙东根据地的新闻事业与其他事业一样，搞得也是如火如荼。 

抗战后期，浙东根据地还向外发展新闻事业。1945 年 6 月，为了在中共控制的上海浦东、浦西地区发展新闻、出版事业，

浙东根据地抽调了十几名干部和业务骨干去该地出版了日刊 《新闻社简讯》，将中共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外的形势传给浦东、浦

西的广大军民。该报虽是油印的，但发行量也有五六百份。 

浙东根据地不仅创办了各级党报，也建立了报刊通讯发行网。当时各地委、县委的秘书、宣传部长，部队各支队的宣教股

长、大队教导员; 行政委员会 ( 行署) 的各县办事处秘书、文教科长、学校督学以及一大批战士、工农群众都成为浙东根据地

中共党报的出色通讯员。在发行方面，地县区以及乡镇都有党报发行员、推销员。各保 ( 根据地共有 3780 个保) 、学校、较

大的商店都订阅了根据地的中共党报。 

抗战期间，除了浙东根据地外，离杭州不远的地方还有浙西根据地。1938 年 5 月，新四军第一、二支队挺进到江南敌后，

在苏皖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1940 年 12 月，新四军军部去江北，中共中央东南局决定将中共浙西地区党组织

划归中共苏皖区党委领导，浙江长兴、安吉部分地区便为中共苏皖区党委领导，建立了敌后根据地。1944 年 10 月 10 日，《苏

南报》在长兴县问世，该报是以新四军 16 旅政治部 《火线报》 为基础创办的，是中共苏皖区党委机关报，4 开 4 版，三日

刊，铅印，由时任中共苏皖区党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欧阳惠林任社长兼总编辑。1945 年 8 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将中共

苏南和浙西两区党委合并，成立中共苏浙区党委，同年 9 月 1 日，《苏南报》 更名为 《苏浙日报》，成为中共苏浙区党委的

机关报，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兼任社长。同年 10 月，《苏浙日报》 随新四军北撤，先是苏北后转山东，最后全部人员和物资

器材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 《大众日报》 所接收。此外，中共苏皖区党委创办了理论刊物 《整风》 半月刊，苏浙军区司令

部出版了 《苏浙前线报》、 《前线》等内部刊物。中共安吉地下组织也创办过报纸 《进攻》 等。浙西根据地还成立新华社苏

浙分社和苏浙出版社。 

综上所述，抗战后期，随着浙江中共根据地建立，中共根据地的新闻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迅速，达到了毛泽东 “每

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
［10］

的要求。浙江中共根据地并不大，创建的时间也比较晚，但

是其新闻事业却搞得很出色，不比其他中共根据地逊色。它的进步和发展，弥补了国共关系恶化后中共在浙江国统区中新闻活

动的低潮，在另一条战线上丰富了中共新闻事业内容，重整和壮大了中共新闻事业。 

三 

抗战时期，浙江国统区内抗日救亡活动是轰轰烈烈的，浙江抗战前线的战斗是可歌可泣的。浙江的抗战是全国抗战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过良好的联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轰炸日本本土的飞机就在浙江着陆、盟军也曾打算

在浙江登陆等等。这一切与浙江抗战新闻事业的活跃很有关系，也有中共新闻活动的贡献。 

中共在浙江新闻活动的成就之所以如此地突出和巨大，从客观上讲，是因为抗战全面开展和国共第二次合作，是因为浙江

地方当局中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开明，尤其是省政府主府黄绍竑对中共的友好态度。在黄绍竑办报建刊的过程中，中共派了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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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青年和文化人士帮助工作，其中有许多是中共党员，他们在报刊的筹备、编辑、出版、发行等工作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为宣传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从主观上讲，是因为中共的党员组织对新闻活动在全面抗战中意义和

作用的高度重视。本文下面将主要论述这一点。 

十年内战时期，除活动于浙南、浙东南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外，浙江其他地方的中共组织被破坏殆尽。随着抗战的全面

爆发和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各级组织在浙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中共在浙江的新闻活动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37 年 12 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决定恢复中共浙西南特委，次年 5 月，改为中共处属特委，书记张麒麟以抗日救亡

工作团名义在丽水所属各县开展活动。当时，汇集丽水地区的中共地下党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利用合法地位，带领来自全省和

外省的一批进步青年，与当地文化人士和知识青年相结合，抓住一切时机，组织文化团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抗战文化活动，

有力地促进了丽水各项文化活动的蓬勃发展，使丽水成为抗日救亡的重要宣传基地。 

1938 年 5 月 7 日，中共浙江省临时省委成立，决定: “浙江文化运动现已进入统一组织的阶段，所以，(1) 要促成浙江

省文化界统一组织的成立，并成为统一战线的合法组织。(2) 推动和建立各种研究性的文化组织，以加强抗敌及文化的普及与

深入研究的运动。(3) 广泛的发展与建立歌咏的团体及全省剧团的联合组织，发动参加已有的各种职业性文化团体，以推动文

化救亡工作，加强统一战线。(4) 加强出版界与各报纸杂志的联系，及时有计划地进行抗战宣传与教育工作。”
［11］

临时省委还要

求利用所有的宣传方式---文字的、口头的、戏剧、歌咏、座谈会、纪念会、各种刊物报纸、各种救亡团体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 

1938 年 9 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浙江临时省委转为正式省委。11 月，省委决定成立直属的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

以进一步加强对抗战文化工作的领导。省文委由骆耕漠 ( 书记) 、邵荃麟、葛琴 3 人组成。省文委工作就是发动团结文化界

人士，开展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动，组织、指导各种文化团体与各种报刊的活动。省文委的建立，从组织上加强了中共对文化统

战工作和各文化社团、报纸杂志、出版机构、戏剧歌咏、文艺创作等的领导。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的指示，省文委针对不同情况实施领导，凡是有条件的社团、报刊、出版等机构，都建立了中共的秘密

组织，如省文委成立后，就在 《浙江潮》 编辑部内相应建立了文化支部; 无条件建立中共党组织的，也由中共地下党员在其

中起主导作用。省文委是对内的，骆耕漠、邵荃麟、葛琴的公开身份就是办刊物。因此，省文委直接创办了机关刊物 《东南战

线》，并推动了 《刀与笔》、《浙江妇女》、《东南儿童》、 《民族日报》 等刊物的创办。此外，中共金衢特委、处属特委和台州

特委等也分别建立了特委文化党团，具体领导当地的文化工作。1940 年春，中共中央东南局为了加强对东南各省抗战文化的领

导，决定在金华成立直属的、以邵荃麟为书记的中共东南文化工作委员会 ( “东南文委”) ，领导浙赣皖闽 4 省的革命文化

工作。 

省文委和东南文委的成立，对东南诸省的包括新闻活动在内的文化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样，中共在浙江编辑、出版

的大量各种报刊，也加强了省文委和东南文委的领导。这些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 《浙江潮》、《东南战线》，这两个刊物实际

上成了省文委和东南文委领导浙江乃至东南地区抗战文化活动的重要宣传阵地。 

在中共对浙江新闻活动的领导中，必须要提的是 1939 年春天周恩来的浙江之行。在浙期间，周恩来分别约见文化界的骆

耕漠、邵荃麟、葛琴、严北溟、刘良模、吴大琨、杜麦青、曹天凤等人，对报刊和抗战宣传工作等问题作了指示，他说， 《东

南战线》、 《青年团结》、 《浙江潮》 等刊物要讲究斗争策略，不要搞得太 “红”，不要对国民党进行不必要的刺激。
［12］

在浙

江省立浙西临时中学的开学典礼上，周恩来还明确指出: “浙江为东南文物之邦，今天浙西中学的开学典礼，就给了我们一个

事实上的证明，在最前线的天目山竟能集中整千青年受教育训练，这真不但东南各省少有，就是在全国各省都是难能可贵的伟

大奇迹。„„再就书报刊物来说，也能够分布很平均，并不像以前一样的文化读物只集中在城市，形成偏倚的毛病”。
［13］

针对敌

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进一步进攻，周恩来要求: 在 “沦陷区我们还有许多老百姓得不到祖国消息，受不到祖

国的教育，却只看到敌人和汉奸们荒谬的文字，只听到敌人广播的反动宣传，这种情形长久下去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要赶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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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子补救，应当尽可能地用文化进攻的方法把这些民众的头脑抢救过来，肃清和纠正他们所受敌伪的反动宣传。有时我们在沦

陷区内因为环境关系，不能公开的作普遍宣传，那我们就可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运用各种宣传的技巧去进行，比方弹词、

说书，或其他的方法都可以。”
［13］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在浙江的新闻活动作了调整和改进。省文委曾认为，《民族日报》 是黄绍竑出面办的报纸，根据

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 《民族日报》 “不宜办得太红”，不要超过 《浙江潮》 和《东南战线》，“坚持团结抗日的基本原则，

并面向游击区”。
［14］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提出的办报方针，《民族日报》编辑部确定了总的办报原则: 说真话、摆事实、讲道理、

实事求是，在报道思想上也制定相应的报道原则。 

曾山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对浙江的新闻活动也很关心。1938 年 3 月 2 日，曾山到达金华，做恢复

发展金华和浙江中共组织和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3 月 4 日，曾山一行视察了浙江省工委机关所在地金华城内斗鸡巷

四号。斗鸡巷是金华乃至浙江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金华和浙江各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举措都从这里决策。斗鸡巷四号周围，

还驻有十几个抗日救亡团体，汇集了 100 多位全国著名的学者和文化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在斗鸡巷四号，曾山一行

会见了浙江省工委全体成员和从中共上海党组织派来的党员同志; 访问了由中共党员、著名学者杜国庠率领，由林默涵、何家

槐、麦新、柳青和孙慎等文化界知名人士组成的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团。曾山第三次来金华，是与东南局委员、宣传部

长兼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于 3 月 10 日一起来的，是为了迎接周恩来的。曾山、黄道视察访问了在金华城内的抗日救

亡刊物的编辑人员和抗日书店，如酒坊巷 34 号的 《浙江潮》 编辑部、柴场巷 15 号的省文委驻地和 《东南战线》 编辑部、

文昌巷 15 号的《青年团结》编辑部。曾山视察了酒坊巷、柴场巷、文昌巷之后，风趣地说: “去年 3 月，我视察了斗鸡巷，

这四条巷是金华辉煌灿烂历史的象征，这四条巷是我们党建立的四处文化堡垒，它们在抗日斗争中不亚于四个正规军，它们用

笔当枪炮，猛轰猛击日本侵略军。这四条巷又是我党活动的据点。” 曾山强调再强调，要浙江省委、金衢特委加强这四条巷的

领导。
［15］

 

至于中共根据地中新闻事业的建立和发展，除了中共全面领导的因素外，还有新的因素。抗战时期，中共新闻事业不仅有

巨大的发展，而且还逐渐成熟起来了，也就是说中共新闻事业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方针和政策。由于这一切主要发生在

延安，因此被称作延安新闻事业。在延安新闻事业的指引和影响下，中共敌后各根据地的新闻事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了。相比而

言，浙江中共根据地的新闻事业虽然起步较晚，也比其他敌后根据地更远离延安，但是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迅速，与

延安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在 《解放日报》 改版的过程中，中共系统地总结了中共党报工作经验，形成了党报工作原则、方针、

作风、方法与核心内容的党报理论，其中之一就是实行全党办报的方针。为此，浙东区党委专门也成立了由区党委书记谭启龙、

党委军事部长兼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纵队政治部主任张文碧及党报负责人张瑞昌、江岚的 “党报委员会”，谭启龙任

主任。 “党报委员会” 主要任务是 “经常注意检查与确定每一时期报纸之政治方针”，并带头撰写社论、重要新闻等。区党

委还发出文件，要求根据地 “各级党委与全体党员应在中央 ‘全党办报’ 的号召下把关心爱护，把研究出版推销党报，为党

报写文章写新闻通讯作为自己的经常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
［8］( 168)

这表明，浙江中共根据地的新闻事业是时时事事深受延安新闻

事业的指导和影响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早期的国统区还是在后期的中共根据地，中共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其新闻活动和新闻事业，

将其视为通向坚持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将其视为达到自己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的必要手段。正因为如此，在只

剩半壁江山的国统区里和面积并不太大的中共根据地里，中共全面地、持久地、多层次地将其新闻宣传搞得有声有色，独树一

帜，为抗战事业作出了贡献，为中共新闻事业日后的更大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为中共党史、中共宣传史上添上了值得赞耀

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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